
近代日本军政关系中的编制权问题

———以九一八事变期间若槻内阁与军部的博弈为中心

邹皓丹

  内容摘要 明治宪法体制下,除“统帅权独立”制度外,编制权同样是近代日本军政关

系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在1930年的“统帅权侵犯事件”中,军部形成了编制权既属于内阁

也属于军部的双重归属认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若槻内阁与军部围绕增兵与军费

的博弈可以视为上述编制权理论的政治实践。在驻朝鲜日军擅自越境增援关东军的善后

处理问题上,天皇、若槻内阁与军部合议追认了出兵的合法性,随后,大藏省严控军费。为

谋求“满蒙攻略”,军部不得不实施“隐性”增兵方案,通过延长换防期,造成换防部队滞留

东北,以扩充关东军兵力。但军部正式增兵的提案遭到若槻内阁抵制,直到犬养内阁成

立,才获得增兵许可,攻占锦州才得以实现。这段历史表明,即使“统帅权独立”,通过严格

控制军费这一间接方式,文官政府在战时也有能力牵制军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缩或扩

大军事行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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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研究长期聚焦于探讨军部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角色,特别关注昭和时期军

部逐步介入政治乃至把握国家最高决策主导权的政治过程。① 许多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重要

转折点,标志着日本由“军政协调”发展到“以军部为主导的政军关系”。② 在此过程中,“统帅权独

立”制度成为核心议题,其制度创设保障了军部在军事决策中的高度自主性,使其能够绕过内阁和

议会直接向天皇负责,从而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军部与文官政府间围绕外交决策而衍生出的权力斗争,而较少涉及另一项

关键制度———编制权。编制权虽不直接涉及军事行动,但其所涵盖的军费拨款、征兵、军队部署等

行政事务,对战争规模和军队运作影响深远。因此,仅从“统帅权独立”制度解释军部的对外决策权

力扩张,并不足以全面理解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的复杂性。

本文试以1931年度若槻礼次郎内阁与陆军军部围绕军费与增兵问题的博弈为切入点,重新审

视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军政关系,论证政党内阁所具备的制约军部能力的制度依据和实践。尽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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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权独立”赋予军部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力,但政府通过掌控编制权,仍可对军部施加实质性影响。
当陆军要求增兵中国东北时,若槻内阁试图通过控制军费拨款来限制军部扩张。这表明,政党内阁

并非完全受制于军部,而是能够利用财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规模。以往的研究主要依赖

日本外交文书和参谋本部等统帅部门的档案,而本文则通过发掘大藏省、陆军省等机构的档案文

献,进一步揭示政府在财政决策上的权力及对军部行动的影响。这对研究日本明治宪法体制下的

政治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理解日本军国主义中央决策机制的制度成因提供了新启示。

一、明治宪法体制下的编制权归属论争

明治宪法在制度上明确规定了军政权(编制权)与军令权(统帅权,即军事行动指挥权)相分离、
军部合议决策的军事管理形态。军队日常行政依据军政权,属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管辖范畴;作
战部署根据军令权,由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统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海军省与海军军令部

分别组成陆军军部、海军军部,协调军政与军令。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操作层面,无论理论解释

还是政治实践,军政权(编制权)的归属皆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一)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法理规定:“统帅权独立”制与编制权的归属不明问题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②,这意味着军部在战时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军事决策,仅对

天皇负责,不对政府与议会负责。这种独立于政府与议会的上奏权被称为“帷幄上奏权”。以此为

依托,形成“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部战时有权不受政府与议会钳制,独立做出决策。明治宪法还

规定:“天皇规定海陆军编制及常备兵额。”③《宪法义解》④将上述条款视为“编制权”的法源,并进

行定义:“所谓编制之大权,细而言之,从军队舰队之编制及辖区方面至兵器配备、给予、军人教育、
检阅、纪律、礼仪、服制、卫戍、城塞,以及海防、守备港口与出师准备之类,皆在其中。确定常备军兵

额时,确定每年征兵数额,也在其中。”⑤由此可见,编制权囊括了日常军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对于

编制权的归属问题,《宪法义解》解释称,“此固依责任大臣之辅翼,亦如帷幄之军令一般,属至尊之

大权,而议会不得干涉”。⑥ 这表明,编制权属于陆海军大臣所管,由其直接对天皇负责,议会不得

干涉。⑦ 需要指出的是,在宪政人事安排上,陆海军大臣身份特殊,他们既是内阁成员,又必须由军

部推荐方能进入内阁。若政府与军部产生矛盾,掌握编制权的陆海军大臣决策时,最终需要服从军

部的统帅权还是政府的行政权,明治宪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这就造成编制权的归属不明问题。
(二)“统帅权侵犯事件”中的编制权归属论争

如上所述,相关制度缺陷集中体现在1930年“统帅权侵犯事件”⑧中。所谓“统帅权侵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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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宪法义解》的基础上。

伊藤博文著、宫沢俊義校注『憲法義解』、40頁。
伊藤博文著、宫沢俊義校注『憲法義解』、39頁。
此规定议会不得干涉编制权,但在实践中并非如此。因为明治宪法体制规定议会拥有立法权与预算决定权,这意味着其

有权审议包含行使编制权所必需的财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上,议会有可能通过预算决定权影响编制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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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指的是在没有与军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930年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签署了《伦敦海军军缩

条约》,希望以此为依据,行使编制权,改革海军。这一主张遭到海军军令部的坚决反对,认为滨口

内阁违反了“统帅权独立”的制度规定。以此为借口,在野党政友会以及右翼团体发起倒阁运动,在

舆论界引发了围绕编制权归属的宪法理论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存在截然对立的两派观点①,一是

由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认为编制权明显属于内阁辅弼事项,归属于行政权。② 该论断在法理

上赋予了政党内阁“掌握国防和外交的依据”。③ 二是所谓的“协同辅翼”论④,其来源于宪法学者

有贺长雄的宪法解释理论。⑤ 该观点认为,编制权同时事关平时国防与战时用兵,属于“混成事

项”,需要内阁与军部协商一致,“协同辅翼”天皇。其主张为在平时的政治决策中军部插手以编制

权为核心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法理依据。

(三)编制权最终归属论的深化和边界

事实证明,“统帅权侵犯事件”没有影响民政党滨口内阁达成政治目标,《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最

终通过枢密院审议和天皇敕裁,顺利完成国内签约程序。但是因该事件产生的编制权归属论争在

九一八事变前夕进一步发展,“协同辅翼”论在陆军中不但获得共识,而且得到深化,形成了“统帅权

优于行政权”的认识发展态势。

1931年7月,陆军省发布《有关统帅权问题》的文件,其中写道:

  统帅权独立,基于如下理由,使其在本质上,无论平时战时,皆有绝对要求。

……(二)军事百般的设施,若期其在有事之日,直接应对自如,则要求平时即准备整顿。

军队以平时的组织态势,得以直接参与战时的活动,此乃理想状态。为此,统帅的根本组织,平

时战时皆不能存在差异。若希望战时能够保持统帅权的独立,平时即要确保统帅权的独立,诸

般准备计划需要无憾推进。

……(四)国防方针及以之为基础的国防计划等,需要恒常一贯地立案决策,不容其动摇改

变。然若将其置于国务范围内,必定会根据内阁更迭、政策相异,以至于会频频变更改正。此

乃需将统帅权置于国务大臣辅弼之外的要因所在。⑥

这份文件得到陆军大臣的首肯。如前所述,在明治宪法体制宪政人事安排上,陆海军大臣身份

特殊,他们既是内阁成员,又必须由军部推荐方能进入内阁,兼具国务大臣与陆海军大臣的双重身

份。实际上,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修改“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将陆海军大臣资格从现役扩大

到预备役、后备役或退役人员。这一改革使陆海军大臣的职能行使较少受到军令部门的影响,扩大

了其权限的独立运作能力。⑦ 但是从1931年《有关统帅权问题》的有关论述中可以发现,“统帅权

侵犯事件”后,陆军大臣已然坚定地站在参谋本部一方,认为平时以国防方针及国防计划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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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省防衛研究所)。
李庆辉:《论明治大正时期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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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权归属于统帅权,而非行政权。为确保战时统帅权的顺利行使,要将平时编制权纳入统帅权的

管辖之下,以排除文官政府换届、政策更迭而导致的编制权“立案”不稳定。在军政部门的观念中,
“统帅权优位于行政权”的认识逻辑跃然纸上。

即使军政部门认为“统帅权优位于行政权”,但这一认识逻辑并没有超越编制权属于“混成事

务”、编制权双重归属论的范畴。这在1930年5月27日陆军省发布的《所谓兵力量的决定相关研

究》中得到反映:

  本来兵力量的建设维持即伴随着与国家经费相关的重要的使用问题,与国民的权益具有

重大关系,也与国防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一方面,决定兵力量当然具有国务的性质,这是不争

的事实。涉及兵力量的范围以及该范围内的相关事项问题不能仅依据统帅机关的意见,但与

此同时,仅由政府决定也是不合理的,需要在二者意见完全一致下进行决策。①

该“研究”表明,即使认为“统帅权优位于行政权”,但是军部也不得不承认,统帅权无法独揽编

制权。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兵力量”为代表的编制权涉及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国家财政隶属于行政

权的管辖范围,也与明治宪法赋予议会的预算决定权相关,这些都是军部无法涉足的领域。

综上所述,明治宪法体制没有明确规定编制权的归属,为宪法解释保留了很大空间。在“统帅

权侵犯事件”引起的编制权法理论争中,陆军出于自身利益,将编制权视为“混成事务”,是行政权与

统帅权共同管辖的事项,得到“协同辅翼”理论的支持。该双重归属论在陆军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九
一八事变前夕,发展为编制权最终归属于统帅权而非行政权的“统帅权优位”论。然而,鉴于编制权

的行使需要财政权的支持,统帅权无法独揽编制权,“统帅权优位”论最终无法逾越编制权双重归属

论的边界。陆军有关编制权的认识逻辑,集中反映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文官政府与军部围绕增兵与

军费展开的博弈当中。

二、九一八事变:编制权双重归属论下若槻内阁与军部的博弈

九一八事变由关东军发动,至翌年3月,日军已占领中国东北全境。这一“战果”单凭柳条湖事

件前编制仅有10400人的关东军是不可能取得的,其在日本屡次增兵下才得以实现。从制度上说,

增兵即意味着更改军队编制,属于编制权的管辖范围。根据编制权的双重归属论,向中国东北增兵

不但需要统帅部门下达命令,同时还需要行政部门同意支付相应军费,二者缺一不可。而现实中,

统帅部门与行政部门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南辕北辙。一方面,以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为首的驻

外军官挟柳条湖事件占领奉天②之机,得到军部支持,谋求扩大“战果”,发动对华战争,占领中国东

北全境。与此相反,继滨口雄幸之后上台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坚持币原协调外交与井上紧缩财政政

策,对发动对外战争持谨慎态度。军部与内阁截然相反的态度,在九一八事变期间体现为双方围绕

向中国东北增兵与军费问题产生的政治博弈。

纵观整个事变即可发现,若槻内阁期间的两次增兵皆晚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两次增兵

前参谋本部均未下达正式的增兵命令。第一次增兵,驻朝鲜日军③在没有得到中央命令的情况下,

擅自进入中国东北境内支援关东军进攻吉林。针对越境增援,军部持支持态度,甚至打算行使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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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奏权,利用天皇权力压制政府。基于天皇、内阁、军部合议,事后追认了驻朝鲜混成第三十九旅团

擅自越境增援关东军的合法性,政府同意支付军费,军部实现了第一次增兵。第二次增兵,军部采

取换防的方式,将混成第四旅团从日本派驻中国东北,同时将原应返回朝鲜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滞

留中国东北。此事发生在关东军在齐齐哈尔取得“胜利”的第二天。两次增兵之外,军部还试图以

天津事变和锦州危机为借口,第三次向中国东北派驻三个混成旅团,并向天津增派兵力。但是该提

案受到若槻内阁抵制未能实现,直到犬养内阁成立才得到最终批准。

(一)驻朝鲜日军越境增兵的善后处置:天皇、若槻内阁与军部的三方合议

九一八事变中,首次增援关东军的是驻朝鲜日军,而非本土部队,而且增援的驻朝鲜日军是在

没有得到参谋本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越境支援关东军在吉林的作战。制度上,这种做法属于严重

的违宪行为。一方面,没有参谋本部授权,没有得到天皇敕令,擅自进行军事行动,有可能造成侵犯

天皇统帅权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军队调动亦牵涉编制权,与之相关的军费开支需要获得政府批

准。若槻内阁与军部围绕增兵与军费产生的首次博弈,即针对此次擅自越境事件的善后处置展开,

以内阁与军部妥协,事后追认驻朝鲜日军越境合法性而告终。追溯该事件的过程,可以发现编制权

双重归属论在现实中表现出的权力关系实然状态,其中不但反映出政府与军部的妥协,而且隐含着

天皇、元老和内大臣等宫内实权者给予的压力。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即恳请参谋本部增兵三个师团未果。同时,关东军亦直接向驻朝

鲜日军发出增援电报,获得对方同意。驻朝鲜日军于9月19日上午首先派遣飞行第六联队的一个

战斗机中队和一个侦察机中队从平壤飞往奉天,并着手进行一个混成旅团的出兵准备工作。这时,

驻朝鲜日军才想到向中央发电报请求其同意出兵。在未获得参谋本部同意的情况下,19日上午9
时30分,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已擅自向中朝边境进发,准备进入中国东北。

驻朝鲜日军擅自增兵给参谋本部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在参谋本部看来,“即使朝鲜军内部正在

进行行动准备,但也要内阁确认经费支出后,天皇敕令抵达才可以展开行动。而如果不尽速将已然

开始实施的飞行中队的行动置于天皇大权任命的范围之内,不但会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而且具有

驻外官宪越权的嫌疑,会因此遭受非议”。① 基于这种认识,参谋本部一方面电令驻朝鲜日军暂停

出兵,将部队滞留于中朝边界;另一方面敦促陆军大臣尽快与内阁商议此事,以征得内阁对出兵的

认可。由此可见,在参谋本部的认知中,仅凭军令部门单方面许可无法实现出兵,出兵尚涉及军费

问题,如果没有内阁批准增加开支,则无法成行。只有军令部门和内阁一致同意,并奏请天皇得到

敕令后,出兵程序才得以完成。这意味着参谋本部同意出兵———政府同意支付军费———天皇以敕

令认可出兵,是参谋本部所承认的、在官僚体制运作中出兵的正当程序。

为使驻朝鲜日军增援关东军的行动合法化,军部经过合议,决定由陆军大臣南次郎在9月19
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将驻朝鲜日军增兵事宜提交阁议,以获得内阁认可。然而内阁审议并不

顺利,19日当天阁议决定针对柳条湖事件执行“不扩大方针”,而且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根据外务

省情报,指出该事件存在关东军密谋发动的嫌疑。会场上,南次郎“气势稍稍消沉,并没有道出朝鲜

军增兵满洲的问题”。② 直到9月21日上午,南次郎才将该问题提交阁议,不过阁议时,“对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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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軍司令官の独断出兵と中央部の之に対して執れる処置に就て」、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
変』、みすず書房、2004年、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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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429—430頁。



邹皓丹/近代日本军政关系中的编制权问题———以九一八事变期间若槻内阁与军部的博弈为中心

要从朝鲜向满洲增兵,只有若槻首相一人同意陆军大臣的观点,认为有必要增兵。未就该问题达成

决议,即结束会议”。下午阁议继续讨论,“对于陆军大臣所提增兵论的前景,国务大臣们并不甚乐

观”。① 驻朝鲜日军增援关东军是否可行,仍然悬而未决。
在军部与内阁磋商阶段,关东军继续扩大侵略行动。9月20日,关东军进攻吉林。21日,混成

第三十九旅团公然违反参谋本部命令,擅自越过中朝边境,增援关东军。22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

参见天皇,天皇表示,“此度已无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② 获得天皇首肯后,9月22日晚,参谋本

部正式下达“临参命第1号”,驻朝鲜日军越境出兵得到事后批准。这对于昭和天皇来说,是其继位

以来下达的“第一份正式的最高军事命令”。③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份昭和天皇敕裁的第一份最

高军事命令于22日晚发出,但该命令究竟是否是在内阁与军部协商一致后发出的,除主流研究之

外,笔者尚发现另一份记录。
主流研究中,信夫清三郎、山田朗等日本学者依据军部记录,认为“临参命第1号”是内阁向军

部妥协后才获得天皇批准的。其证据是,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发布的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满
洲事变作战指导关系汇编》中的相关记载:“9月22日上午阁议当中,对于朝鲜军独断出兵,(1)阁
僚全员没有表示不赞成,也没有表示赞成。(2)阁僚全员承认既成事实。(3)在追认上述事实基础

上,决定支出经费。(4)首相表示将上述阁议结果上奏天皇。(5)参谋次长向军务局长传达了他的

意图,请局长直接转达首相,希望首相不但向天皇上奏内阁追认出兵的事实,而且向天皇明确内阁

同意支出军费。总理大臣爽快答应,并向天皇汇报内阁同意支出军费”。④ 《昭和天皇实录》采信了

这一观点,认为9月22日下午2时,天皇本来准备去吹上御苑打高尔夫球,但听到首相请求参见,
立即回返。2时50分,首相拜谒上奏道:“本日阁议,虽然不赞成朝鲜军出兵奉天,但既然已经出

兵,阁议承认其事实,同意支出经费。”⑤

然而笔者发现,《昭和天皇实录》的原注中虽然注明参考了《西园寺公望和政局》,但未注明《西
园寺公望和政局》的记载与《满洲事变作战指导关系汇编》的记载截然相反。根据《西园寺公望和政

局》的记载,9月23日晚,若槻礼次郎首相才将同意出兵并支出经费的阁议决定上奏天皇。《西园

寺公望和政局》写道,9月22日若槻首相参见天皇,奏明当日阁议结果,并明确表示,内阁不同意参

谋本部增援关东军的做法,指出,“关于要出动朝鲜军增兵满洲一事,乃陆军大臣以满洲兵力不足为

由提出的,这是参谋总长向陆军大臣转达关东军司令官的要求而来的,虽然军部提出该希望,但鉴

于(增兵)会引发国际联盟的问题,而且为避免满洲撤军时可能引起的各种麻烦,而未被阁议所接

受”。⑥ 军部方面,9月22日晚,陆军次官拜见首相,转达陆军大臣的意见:“请首相无论如何于今晚

向陛下汇报说,‘参谋总长已经告知您朝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出兵一个旅团,待明日阁议决定后,再
另行向陛下汇报’”。首相对此表示拒绝。当晚,参谋总长拜见天皇时,“并没有请求天皇发布敕令

批准出兵,只是汇报了朝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就惶惶然退下了”。9月23日上午,天皇召见若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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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軍司令官の独断出兵と中央部の之に対して執れる処置に就て」、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
変』、432頁。

波多野澄雄、黒沢文貴編『侍従武官長奈良武次日記·回顧録』第3巻、柏書房、2000年、359頁。
山田朗「満洲事変と昭和天皇」、『駿台史學』108巻(61—73号)、1999年12月、62頁。
「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綴 第4日9月2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03500、満洲事変作戦指

導関係綴 其の1昭和6年9月19日~6年10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五巻、東京書籍、2016年、869—870頁。原注:“侍从日志、侍从职日志、内舍人日志、侍从武

官府历史、满洲事变作战指导关系汇编、奈良武次日记、河井弥八日记、牧野伸显日记、西园寺公望和政局、古风庵回顾录、内阁制
度百年史”。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二巻—自昭和六年七月至昭和八年一月—』、岩波書店、1950年、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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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表示“政府决定的事态不扩大方针,我认为极为妥当,请努力贯彻到底”。① 其后,参谋总长也

会见了首相,恳请首相“就朝鲜军司令官独断独行之事上奏。由于非经阁议决定不能呈请陛下批

准,所以无论如何请以已经阁议决定的方式上奏”。② 在军部反复游说下,内阁态度有所松动。9
月23日,阁议最终决定“既已出兵,政府只有支付经费(大藏大臣虽然不承认出兵是阁议正式决定

的事项,但事实既然如此,也就没多说)”。③ 当晚,若槻首相将政府认可驻朝鲜日军越境的决议上

奏天皇,继而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参见天皇。驻朝鲜日军越境增兵终于获得天皇的事后批准。

如果上述记载属实,这意味着9月22日晚,军部已经利用“帷幄上奏”获得天皇出兵许可,发布

“临参命第1号”,在军事系统内部以敕命批准了驻朝鲜日军越境出兵。天皇对军部和文官发布了

不同命令,虽然于9月22日晚对军部系统追认了驻朝鲜日军出兵的合法性,但在9月23日上午却

对文官系统表示支持事态不扩大方针。同时,军部就驻朝鲜日军越境出兵已“帷幄上奏”获得批准

一事对政府保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还分别以不同方式向若槻首相传达了军部主动与政府和解

的意愿,希望由政府出面向陛下上奏,同意为越境出兵支付军费。军部为何放弃直接利用“帷幄上

奏”军令迫使内阁同意支付驻朝鲜日军越境出兵的军费? 可能是9月22日晚天皇曾暗示军部,不
允许将其敕命决议告知政府,但目前尚没有相关证据。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军部曾就出兵审批程

序问题进行过如下解释:

  关于涉及经费开支、增派兵力的问题,如不经内阁会议认可,只以统帅系统进行帷幄上奏,

是极不妥当的。如果阁议予以否决,则会交由天皇最终裁决,这对臣下来说,是极不应该的。

这是对天皇的非道义之举。④

理论上,明治宪法赋予统帅机构“帷幄上奏权”,统帅机构有权直接上奏天皇,在没有政府认可

的情况下,由天皇批准驻朝鲜日军的增援行动。然而现实中,由天皇下达敕令迫使内阁同意支付出

兵费用,则会导致天皇承担“最终裁决”的政治责任。这与明治宪法体制下“君主无答责”⑤的惯例

相违背,在意识形态上也会破坏天皇“现人神”的神圣地位。因此,无论是内阁还是军部,都需要刻

意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军部即使获得了天皇的出兵许可,还是需要内阁同

意支付经费,驻朝鲜日军越境出兵才能获得合法性,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内阁究竟是在9月22日上午还是在9月23日的阁议上追认驻朝鲜日军越境出兵并同

意支付经费,该问题是判断九一八事变中昭和天皇是积极支持扩张还是消极追认扩张的关键点。

以目前的资料,尚无法确认哪一份记载属实,但可以确定的是,《昭和天皇实录》关于该问题的记载

并没有反映目前公开史料记载的全部情况,对史料取舍也并没有进行解释,其可信性存疑。

(二)“不扩大方针”的贯彻与反逆:大藏省严控军费与参谋本部“隐性”增兵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第二次增兵发生在关东军攻占齐齐哈尔期间。驻日本混成第四旅团

以换防的方式到达奉天,而本应在混成第四旅团到达后返回朝鲜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却因军部命

令延长在东北的滞留时间,实际上扩充了关东军的兵力。追溯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以换防方式实现

的第二次增援关东军计划,是参谋本部一直谋求向中国东北增兵,却囿于内阁的“不扩大方针”而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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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划的结果。此次增兵集中体现出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大藏省严控军费与参谋本部谋求“隐性”

增兵的政治博弈。

1931年9月24日,日本发表《有关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帝国政府声明》,向外界宣称,其处理柳

条湖事件采取“不扩大方针”,并表明“帝国政府对满洲不存在任何领土欲望”,承诺占领奉天仅为

“临时管制”措施,待事态平复后,关东军将返回条约规定的原驻扎地域。① 为执行“不扩大方针”,

在9月25日的阁议中,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从财政上明确了筹措九一八事变所需经费来源的

基调:

  满洲事件相关的经费,以今日的状态来看,在没有特别必要的情况下,不需要召开临时议

会,商讨增加兵费事宜。其经费依然采取从预备金和陆军所管理的节约费中支出的方针。陆

军方面要求一个月百万余元的费用,陆军省和大藏省正在交涉具体金额。②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军费支出的基本原则是“不需要召开临时议会”。这意味着大藏省不打

算为此向议会提出新的预算请求,额外增加预算收入。当时日军驻中国东北的主力第二师团、六个

独立守备队以及驻朝鲜日军增援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所需军费皆从1931年度预算收入中支出。

档案显示,驻中国东北陆军的军费来源有二,一是陆军省所管理的该年度预算节约费,二是由

陆军省和大藏省协商的临时军费,该项军费被称为“满洲事件费”③。预算节约费来源于井上大臣

所采取的平衡收支、紧缩预算的财政政策。1931年8月27日,阁议通过《昭和六年度岁入岁出预

算节约额案》,决定在年度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各省支出,以平衡财政收支。根据该方案,陆军

省预计节约年度支出金额7858525日元。④ 这笔节约费用主要用于支付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驻中

国东北的军事费,即军俸和衣物食品的费用。⑤ 另外,“满洲事件费”则出自大藏省所管理的第二预

备金。根据《会计法》和《会计规则》,第一预备金“用于填补不可避免的预算不足”,属于本年度的预

算内支出;第二预备金则用于“补充预算外产生的必要费用”,属于本年度的预算外支出。⑥ 由九一

八事变造成的军费属于该年度预算外支出,因此从第二预备金中划拨。在预算编制项目中,被编列

在一般会计“陆军省临时部”的“满洲事件费”下。这笔军费主要用于支付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队调动

等相关费用。下表反映出大藏省拨付给陆军省的经费实际支出情况。
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九一八事变期间临时军费支出情况表

提 案 裁可时间(1931年) 支出金额(单位:日元) 支出来源

“满洲事件费”

10月8日 1384067 第二预备金

11月13日 853284 第二预备金

12月2日 1130877 第二预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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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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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满洲事変に関する日本政府声明(1931年9月24日)」、『日本外交文書:满洲事変』第1巻第1冊、日本国際協会、1953
年、68—69頁。

若槻内閣編纂會編『若槻内閣』、若槻内閣編纂会、1931年、561—562頁。
平井廣一「『满洲事件費』はどのように使われたか(1)」、『北星学園大学経済学部北星論集』第52巻第2号、2013年3

月、213—226頁。
「昭和六年度歳出予算節約額」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2729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六

年·第二十三巻·財政四·会計四·予算三(国立公文書館)。
「陸軍省所管軍事費歳出節約額ヲ復活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2745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

編·昭和六年·第二十三巻·財政四·会計四·予算三(国立公文書館);「陸軍省所管軍事費歳出節約額ヲ復活ス」JACAR(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2748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六年·第二十三巻·財政四·会計四·予算三(国立公
文書館)。

高山嵩編『実用簡易陸軍経理百問答』、成進堂、1907年、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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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陸軍省所管軍事費歳出節約額ヲ復活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274500、

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六年·第二十三巻·財政四·会計四·予算三(国立公文書館);「陸軍省所管満洲

事件費第二予備金ヨリ支出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2006247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

昭和六年·第二十九巻·財政六·会計六臨時補給·国債·貨幣·国有財産(国立公文書館);「陸軍省所管満洲

事件費○海軍省所管中華民国方面臨時艦艇派遣諸費補足○拓務省所管満洲事件費第二予備金並関東庁特別会

計第二予備金ヨリ支出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2006251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

六年·第二十九巻·財政六·会計六臨時補給·国債·貨幣·国有財産(国立公文書館)。

由上表可见,若槻内阁期间,日本驻扎中国东北陆军临时军费支出共分三笔,10月8日支出的

130余万日元,应是用于1931年9月18日至10月17日“由朝鲜派遣至满洲的一个混成旅团、两个

飞行中队的支出,关东军在满洲部队也需要移动至奉天、长春等地,支出以上行动所需要的一个月

份额维持费”。①11月13日所支出的80余万日元,应是10月18日至11月17日间“有关满洲事变

期间维持军队行动支出和部分军队换防转移的一个月份额的费用”。② 12月2日所支出的110余

万日元,则是准备用于11月18日至12月17日“与满洲事变有关维持军队行动支出和部分军队换

防转移的一个月份额的费用”。③ 上述支出表明,大藏省严控“满洲事件费”的支出,井上大臣确立

的军费支出基本原则得到贯彻执行,体现出若槻内阁在职权范围内反对增兵的努力。

在大藏省严格管控军费的同时,参谋本部不断在职权范围内策划“隐性”增兵方案。10月13
日,负责总务的参谋本部第一课将“隐性”增兵第一方案提交陆军省。该方案建议延长关东军的服

役期限,同时提前征召新兵,将新兵的训练期限定为三个月,并派往中国东北接受训练。④ 该方案

希望通过延长兵役,保证现有兵员不减少,同时借补充编制兵员的名义,达到向中国东北增兵的目

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兵役法》规定,现役士兵服役期为两年,新兵“在青年训练所毕业,检定合

格后,在营服役期间为一年半(步兵和看护兵)”。⑤ 按照惯例,新兵需要在国内进行六个月的训练

后才能派驻国外。如果实施该方案,意味着将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直接派往中国东北,并且训练期

限也缩短了三个月。或许考虑到该方案完全有悖现行兵役制度,陆军省将之搁置。10月16日,陆
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致电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昭和六年度征召关东军麾下新兵的入队日期

与往年一致,没有变化。而且,新兵的训练在各驻扎地进行。如此行事比较稳妥。”⑥

第一方案搁置后,参谋本部并没有放弃“隐性”增兵计划,继续谋划第二方案。11月7日,陆军

大臣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商议“满洲事件费”使用情况的议案,其中包括军队编制的三项变更,

分别为延长关东军士兵服役期限;独立守备队的新兵派往中国东北受训;命越境的混成第三十九旅

团返回朝鲜,另从日本重新派遣一个与其兵力相当的混成旅团前往中国东北,实施换防。⑦ 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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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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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陸軍省所管満洲事件費第二予備金ヨリ支出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200624700、公文類聚·第
五十五編·昭和六年·第二十九巻·財政六·会計六臨時補給·国債·貨幣·国有財産(国立公文書館)。

「陸軍省所管満洲事件費第二予備金ヨリ支出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200624900、公文類聚·第
五十五編·昭和六年·第二十九巻·財政六·会計六臨時補給·国債·貨幣·国有財産(国立公文書館)。

「陸軍省所管満洲事件費○海軍省所管中華民国方面臨時艦艇派遣諸費補足○拓務省所管満洲事件費第二予備金並関
東庁特別会計第二予備金ヨリ支出ス」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2006251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六
年·第二十九巻·財政六·会計六臨時補給·国債·貨幣·国有財産(国立公文書館)。

「23.在満洲部隊今後ノ処置案10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34800、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
係綴 別冊其の2昭和6年9月15日~6年1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斎藤市平『完全歩兵須知』、兵書刊行会、1933年、177頁。
「23.在満洲部隊今後ノ処置案10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34800、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

係綴 別冊其の2昭和6年9月15日~6年1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在満部隊ノ服役延期ニ関スル件及在満臨時派遣部隊ノ交替ニ関スル件ヲ定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A012006279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六年·第三十二巻·軍事·陸軍·海軍·雑載、学事·大学·雑載(国立公文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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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认可了这三项变更,并同意支付所需军费。
然而,军部向内阁隐瞒了其真实意图,“隐性”增兵第二方案正隐藏在该议案的三项变更中。11

月11日,陆军省《关东军兵力增加问题相关意见(极秘)》称:

  一、中央部的意图是以兵力活动为主体,不推进满蒙经略的步伐,只要坚持该方针不动摇,
即不需要骤然增派国内师团前往满洲。

二、然而张学良政府跃跃欲试,便衣队、马贼、兵匪等跳梁无忌,令满铁沿线及其他地区的

我国居留民感到莫大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使关东军不至于疲于奔命,不得已只能充实相

当的兵力。
三、充实兵力的方式求诸于延长换防时期,即延长前后两支派遣部队同时驻扎满洲的时

间、独立守备队(新兵)在派遣地进行训练两种方式。因为同时驻扎的必要性与派遣地的形势

相关联,有必要在换防之前努力获得政府的充分理解。
四、万一两支派遣部队同时驻扎无法实现,在必要时,将紧急动员第二师团(留守部队)和

第八师团,以充实在满洲部队的编制人数,使其总兵力至少相当于战时的一个师团。
五、第三项实现亦可,第四项实现亦可,无论如何,皆会尽快补充满洲地区兵员。新参谋长

会在考虑现状和时势的基础上进行决策。①

这份机密文件透露出军部如何通过调整作战任务、交替换防等政府能够接受的方式实现“隐
性”增兵。首先,陆军省把关东军新的作战任务定位为“消灭张学良政府余孽、维持满洲全境秩序安

宁”,以此避免与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和“对中国东北不存在领土欲望”的承诺相冲突。根据新的作

战定位,以不另行增兵为前提,使内阁能够同意延长关东军的服役期限,将独立守备队新兵派驻中

国东北受训。如此,关东军原有的作战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充。进而,以换防这一正常的军队调

动方式,使内阁同意从国内派遣一个旅团前往中国东北,替换越境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然而,利
用延长换防期,陆军省将本应返回朝鲜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与日本派驻换防的部队同时滞留中国

东北,由此实质性扩充驻中国东北的兵力。
若将陆军省上述提案与当时中国东北的战况结合起来,军部的意图便进一步显露。11月4

日,关东军进攻齐齐哈尔,与马占山部激战。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在此背景下,11月

7日南次郎在内阁提出的议案,实际上是为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及其后的作战补充兵员,以扩大战

果,实现“北满经略”乃至“满蒙经略”。这才是参谋本部此次“隐性”增兵方案最深层次的意图,而所

谓维持东北全境秩序安宁的作战任务,不过是参谋本部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借口。

11月11日,南次郎向若槻首相报告,陆军已经着手组建换防部队,由第八师团的步兵组成混

成第四旅团,由近卫师团飞行队组成关东军飞行本队。② 11月14日,混成第四旅团编成并开赴中

国东北。③ 为尽快到达目的地,本来应从大连登陆的混成第四旅团改变路线,从釜山登陆,11月20
日到达奉天,随后被派往打虎山地区,驻守锦州一线。④ 与此同时,本应返回朝鲜的混成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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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関東軍ノ兵力増加問題ニ関スル意見11月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35300、満洲事変
作戦指導関係綴 別冊其の2昭和6年9月15日~6年1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成下令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87600、公文別録·大蔵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
·大東亜省·大正十二年~昭和十九年·第一巻(国立公文書館)。

「混成第4旅団編成の為要せし経費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011136600、昭和7.2.3~7.2.16
「満受大日記(普)其3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満洲事変機密政略日誌」、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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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团一直留驻中国东北,直到1931年12月27日才正式奉命返回。①

九一八事变第二次增兵过程充分展现出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博弈。若槻内阁明确反对军部增兵

中国东北,并以财政权为武器贯彻“不扩大方针”。面对政府的坚决态度,参谋本部并没有诉诸“统
帅权独立”,而是采取迂回策略,通过向内阁隐瞒真实意图,以延长服役、换防等手段获取内阁财政

支持,实现“隐性”增兵计划。

(三)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滞留问题:军部正式要求增兵与若槻内阁辞职

尽管军部通过延长换防期的方式实现了“隐性”增兵,但部队滞留牵涉到编制权,军部单方面变

更军队部署,毕竟侵犯了内阁行政权。如何解决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滞留问题,成为军部与政府博弈

的焦点。

11月28日,鉴于天津事变事态严峻,阁议同意军令部门命令关东军向天津增兵的方案。② 出

乎意料的是,关东军没有派遣所辖部队,而是将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一个步兵大队派去增援日本

“支那驻屯军”,试图以此证明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滞留的必要性。与关东军的做法相呼应,12月10
日,陆军省部局长会议提出的《在满洲和北支那充实兵力(决定案)》显露出相似的意图:

  一、满洲兵匪今日益猖獗,军以寡少兵力,以治安维持为任,日益倍感疲累,无法自行补充

损耗,也不能维持战时状态。此外,左支右绌的是,现下北满及锦州方面的形势导致兵力使用

更加分散。因此,为现下满足驻满洲所有地方的兵力(除朝鲜军旅团),哪怕是必要最少限度

内,为增强部队机动能力,也需要增加若干部队。而且面对锦州中国军队的出击,我军若要发

起攻势,还需要另外增加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反之,朝鲜混成旅团本应与新派遣的铃木旅团

(前述混成第四旅团)换防。但鉴于现下满洲的形势,虽然令其暂缓返回,但出于朝鲜防务上的

考量,也应令其尽速返回原驻地。因此,对关东军来说,应尽快完成与朝鲜军旅团的换防,我国

无论如何也应从国内派遣一个混成旅团赶赴满洲。为增加关东军的机动能力,还应增援若干

配属部队。如果朝鲜旅团返回后,锦州攻略战发生时,必要情况下,应随机应变,从朝鲜派出约

两个混成旅团赶赴增援。

二、有事之际,支那驻屯军理应需要增加兵力。从这个角度说,过去行政调整下,支那驻屯

军已经减少了兵源,有事发生时,派兵增援是理所当然的。天津事变之际,暂时派遣关东军所

属的朝鲜军旅团一个大队赶赴当地,但京津方面形势依然不明朗,张学良(因满洲事变)地位窘

迫,其部下十余万军队管理混乱,波及之处,不忍目睹。此时,应(从日本)派兵与上述朝鲜军驻

天津大队换防,有事时死守其位置,以保护我居留民,等待援军到来。换防的最少兵力问题,在
天津事变时,按照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期望,应尽快派遣以两个步兵大队为主力的一个支队前

往天津。如果关东军要进攻锦州,则有必要向天津再另行派兵。③

军部以北满治安、锦州危险、天津事变为借口,论证其将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滞留中国东北的必

要性,并提出必须再派一个混成旅团增援关东军、一个支队(以步兵两个大队为主力)支援“支那驻

屯军”,方能命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返回朝鲜,甚至还希望从朝鲜再派两个混成旅团增援关东军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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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綴12月2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10800、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
綴 其の2昭和6年11月1日~6年12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駐屯軍ニ兵力増加ノ件ヲ定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200628100、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
昭和六年·第三十二巻·軍事·陸軍·海軍·雑載、学事·大学·雑載(国立公文書館)。

「41.満洲及北支那ニ於ケル兵力充実案(決定案)1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36200、満
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綴 別冊其の22昭和6年9月15日~6年1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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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上述主张表明,继驻朝鲜日军擅自越境增兵及参谋本部“隐性”增兵之后,军部彻底无视内阁

“不扩大方针”,正式决定向内阁提出增兵要求。
从军部与内阁围绕正式增兵要求的交涉的结果来看,直到12月13日若槻内阁下野,阁议并未

批准上述增兵方案,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依然滞留中国东北,双方处于僵持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若
槻内阁下野并不是内阁抗拒关东军增兵的最后手段,导致若槻内阁下野的直接原因是其内部发生

分裂。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因其组建“协力内阁”的计划失败提出辞职,但拒绝以个人身份单独提出

辞职。因此,若槻内阁只能以内部意见不一致为由宣布全体辞职。①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若槻内阁曾经试图以全体辞职的方式反对关东军扩大战局的计划。11月16日

的阁议时,“南陆军大臣陈述了关东军打算占领齐齐哈尔的理由,对此,其他阁僚一致表示不同意,认为这

在外交的实施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币原外务大臣声明,若果真如此,他会命令驻巴黎(国际联盟)外交大

使辞职。其他阁僚也会表示全体辞职”。② 同时,不能因此否认大藏省以严控军费的手段为实施“不扩大

方针”、制衡军部所做出的努力。正如11月17日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对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所言:
“当下倡导的举国一致内阁也好,政、民联立内阁也好,皆不是掣肘统制军部的强力内阁。如果要建立向

军部献媚的内阁,考虑到国家的前途,我始终不赞成如此。军队无视国际关系,不断推动其计划,会将国

家推向灭亡的边缘。现政府虽然势单力薄,即使确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批评军部,但一直在尽力采取

一切手段制衡军部的行动。根据目前的状况,实在想不出来可以成立比现任内阁更加强力的内阁。果真

能够成立可以统制军部的强力内阁,我会非常开心,全力支持。”③

(四)犬养内阁成立并正式同意军部增兵计划

若槻下野后,12月15日,犬养内阁成立。新任内阁上台伊始,12月17日,首相犬养毅上奏天

皇,阁议决定同意军部正式向中国东北派驻援军。根据参谋本部的编制决议,新的增兵计划完全实

现了军部在若槻内阁未能成行的正式增兵主张。同日,参谋本部发布“临参命第9号”:命令第十师

团抽调一个混成旅团赴中国东北,另外从其他各师团抽调重火力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辅助部队进

行配合。④ 援军为军部攻打锦州和哈尔滨作战计划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2月24日,参谋本部与海

军军令部共同起草了《有关关东军在锦州方面行动的陆海军协定案》,预计在12月29日前后进攻

锦州。⑤ 12月31日,锦州失陷。

三、结语

九一八事变并非偶发冲突,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实施的对外侵略行动。在2006—2009年的

中日共同历史问题研究中,中方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的必然产

物”。⑥ 而日方则将其定性为关东军的阴谋,日本陆军领导层和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中只是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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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小山俊樹「『協力内閣』構想と元老西園寺公望———犬養内閣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史林』第84巻第6号、2001年11月、
933—953頁。

「関東軍司令官隷下諸部隊の作戦行動に関し其一部を参謀総長に於て決定命令御委任之件記録」、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
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447頁。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上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114頁。
「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綴12月1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10300、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

綴 其の2昭和6年11月1日~6年12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綴12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10500、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

綴 其の2昭和6年11月1日~6年12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臧运祜:《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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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事后追认”关东军的激进行动①,弱化了日本军国主义中央决策体制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本文研究表明,虽然关东军策划了柳条湖事件,但日本能短短四个月即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如
果没有屡次增兵是无法实现的。日本军国主义中央决策体制,即以天皇为首,掌握调兵权的军部与

掌握财政权的政党内阁皆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从制度上说,即使“统帅权独立”制度存在,但
是政治实践中,任何增兵的实现,都是在天皇许可下军部与内阁协商一致的结果。第一次驻朝鲜日

军越境增兵的实现,其根源于天皇、若槻内阁与军部的三方合议。第二次利用部队换防实现“隐性”

增兵中国东北,本来是军部的阴谋,一直没有得到若槻内阁的正式同意。但犬养内阁上台即认可

“隐性”增兵,进而批准军部的第三次增兵方案,关东军的“锦州攻略”才得以实现。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看,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东北沦陷的开端,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的重要前奏。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局扩大,其国内政治体制逐步从平时

转向战时,财政决策领域首先开始转向。1937年9月10日,第72次议会通过了《临时军事费特别

会计法》,该法延续了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出兵西伯利亚的战时财政传

统,将七七事变爆发到战争结束视为一个会计年度,并将陆海军作战行动所需的经费从平时会计年

度计算中剥离,单独进行处理。这代表了文官统治的内阁和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会主动放弃按照正

常财政年度对军费进行预算和结算的监督权利,纵容军部不受财政约束动用军费。但是不能据此

认为内阁失去了牵制军部的权力。1937年10月15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得到天皇敕裁,发布《临时

内阁参议官制》(昭和12年敕令第593号),广泛将军界、财界、政党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吸纳入内阁

决策当中。日本学者加藤阳子认为,参议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最高决策体制的运行方式,其
“作为战败前御前会议的母体,成为政府与大本营的‘协商机构’和最高战争指导机关”。② 1937年

11月18日,军部得到天皇敕裁,发布军令第1号《大本营令》,标志着日本平时决策体制向战时决

策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如果没有天皇敕裁,这一战时体制转变无法实现。

在中日共同历史问题研究中,日方学者将中日两国对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不同归因为研究路径的

差异,指出“中方学者重视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与本质,日方学者倾向于探究问题发生的

过程”。③ 越来越多基于日本侵华政治过程的研究表明,即便立足于政治过程的分析,也可导出与中方学

者基于原因与本质分析所形成的结论相一致的认识。不过,我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总体制度安排及其

背后的运行逻辑,仍缺乏系统性的认知与研究。在政治过程研究中,不仅局限于军部、内阁、议会、天皇、

枢密院等明治宪法规定的决策体系,还要将元老、侍从长、内大臣等明治宪法规定外的宫中决策体系,悉
数纳入考察范围,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地理解近代日本包括明治宪法体制在内的“宫中府中”二元政治

的制度刚性与实践多样性,或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决策体制的本质。

〔邹皓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常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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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第241页。
加藤陽子「昭和一二年における政治力統合強化構想の展開 :大本営設置と内閣制度改革」、『史学雑誌』第96巻第8号、

1987年8月、1286頁。
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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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Jiangsu,ZhejiangandAnhui,andtheseunitswereexpectedtoholdbacktheJapaneseforcesin
EastChinafromadvancingnorthwardalongthesouthernsectionoftheTianjin-PukouRailway,
therebyprovidingstrategicsupportforthemainChinesemilitaryforces'operationsaround
Xuzhou.FromJanuarytoMay1938,variousunitsoftheThirdWarZonetooktheinitiativeto
launchattacksandpartiallyaccomplishedthisstrategicgoal.

7.TheTrialofJapaneseAtrocitiesbythe Manila MilitaryTribunalafter WWII:
FocusingontheIncidentsofCivilianMassacre ChuXinyu(88)…………………………

TheManilaMilitaryTribunalprosecutedover200JapaneseClassB/Cwarcriminals,most
ofwhomwerejuniorofficersandnon-commissionedofficers.Theseindividualswerechargednot
withcommandresponsibility,butwithconventionalwarcrimes,primarilyfortheirdirect
involvementinthemassacreofcivilians.Incasesconcerningcivilianmassacresinwhichthe
perpetratorsofatrocitiesstandasdefendants,defenseattorneysfrequentlyinvokedtheargument
ofsuperiororders.However,theprosecutiontranscendedthedichotomousmindsetoforder-
giversandorder-followers.Bytreatingthedefendantsasindependentcriminalentities,the
prosecutionmeticulouslyexaminedtheiractionsandrolesincivilianmassacreincidents.This
ultimatelycompelledthetribunaltorenderjudgmentsthatwerebothstringentandequitable.
Thisrepresentsanastuteapplicationoftheprinciplethatsuperiorordersdonotabsolve
individualsofresponsibilityincivilianmassacrecases.Moreover,itoffersvaluableinsightsfor
thetrialsofJapaneseClassBandClassCwarcriminalsbyotherAlliednationsduringthesame
period.

8.TheIssueoftheCommandofOrganizationalAuthorityinthe Military-Political
Relationshipof ModernJapan:CenteringontheGamebetweenthe Wakatsuki
CabinetandtheMilitaryHeadquarterduringtheSeptember18thIncident

ZouHaodan(98)
…………

………………………………………………………………………………

DuringtheSeptember18thIncidentin1931,thegamebetweentheWakatsukiCabinetand
theMilitaryHeadquarterovertroopreinforcementandmilitaryexpenditurecouldberegardedas
thepoliticalpracticeofthetheoryofthecommandoforganizationalauthority.Intheaftermathof
theunauthorizedcrossingoftheborderbytheJapanesetroopsstationedinKoreatoreinforcethe
KwantungArmy,theWakatsukiCabinetandtheMilitaryHeadquarterreachedacompromise
underthepressurefromtheJapaneseimperialpalace.Subsequently,theMinistryofFinance
strictlycontrolledmilitaryexpenditure.Toachievethe“conquestofManchuriaandMongolia”,
theMilitaryHeadquarterhadtoimplementan“invisible”troopreinforcementplan,byextending
therotationperiod,causingtherotationtroopstoremaininNortheastChina,therebyexpanding
thestrengthoftheKwantungArmy.However,theirofficialproposalfortroopreinforcement
wasresistedbytheWakatsukiCabinet.ItwasnotuntiltheestablishmentoftheInukaiCabinet
thatthepermissionfortroopreinforcementwasgranted,andthecaptureofJinzhouwasrealized.
Thatperiodofhistoryindicatesthatevenwiththe“IndependenceoftheSupremeCommand
Authority”,throughtheindirectmeansofstrictlycontrollingmilitaryexpenditure,thecivilian
governmenthadtheabilitytorestraintheMilitaryHeadquarterduringwartimeandthereby,
playingaroleinlimitingorexpandingmilitaryoperationstosome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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